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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透過國際關係建構主義有關文化及規範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的研究觀點進一步討論易經對於春秋時期各國外交互動的影響，主要論述下述的重點：

一、探討建構主義安全研究中如“文化”、“規範”、“認同“等因素的意義及其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

二、由安全研究的文化觀點出發，探討易學原理對於春秋各國互動的意義和影響。

關鍵字：易經、晉楚鄢陵之戰、安全研究、文化與規範研究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d follow two major viewpoints:

1. Th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vism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after 1990s. The major viewpoints of this theory like “norm”,“culture”,”identities” were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2. Yi-Jing(易經) is the very important literature of China. It had lots of political thought can help researcher to realize the n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aiwan.
中國自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快速發展，隨著其綜合國力的上升，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加，不僅在政經層面上，在文化及社會層面中共也著力於擴增其影響力。
但由於中國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性格，延續冷戰時期的對抗印象，即便中國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對於其他國家而言，中國依舊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共黨國家。因此在90年代之後，國際間由於中共快速發展所形成的「中國威脅論」對於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發展形成了阻礙，有學者甚至提出對於中國進行新的「圍堵」(containment)思維。
中國為了因應「中國威脅論」對發展中的中國所造成國家發展可能的阻力，在2003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中國」概念，極力強調和平崛起成為中國新的國家發展戰略。在整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中國堅稱「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必然選擇」、「中華文化是一種和平文化、渴望和平、追求和諧，始終是中國人民的精神象徵」。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依循傳統文化且此一文化是和平、和諧的。 中國的領導階層都曾在不同的場合中提出這些中國傳統的外交觀念，如：

一、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2010年12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一文中 強調中共以中國傳統仁道、以和為貴政治思想，強調在國際社會中「不當頭、不爭霸」的立場。

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早稻田大學以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來強調國際互動的基礎在於互信合作以創造雙贏。

三、中共總理溫家寶也以易經《艮卦》：「時進則進，時退則退，動靜不失其時」來分析金融風暴之後的大陸經濟策略。

而同一時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也有有重大的變化。特別是在2008年政黨輪替之後，馬英九總統極力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共同利益上尋求平衡點，一方面降低台海的軍事緊張局勢，一方面創造有利台灣經濟發展的政經條件，2009年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便是這樣思維下的成果。在此同時，不約而同在台灣的政治人物也運用中國易學的原理和政治智慧來解析兩岸關係的策略：如

一、台灣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時，以易經《繫辭上傳》：「化而裁之謂之變 推而行之謂之通」來論兩岸關係的發展。

二、馬英九總統以孟子的《大小相處之道》：「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強調兩岸關係發展中台灣以小事大，應以智取而非力搏。

在兩岸領導人不約而同以中國傳統智慧重新詮釋國內外情勢及兩岸關係快速變化之時，思考如何結合現今國際關係新研究趨勢及中國傳統政治智慧來重新檢視中國的傳統的外交和安全互動，展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歷史意義，進而從其中去發掘有助於台灣未來國家安全戰略訂定的方向和思考方式。

壹、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安全文化研究途徑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屬於基歐漢所說的「反思主義」（reflectivism）學派的範疇，即側重心理、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等「主觀」間題的研究；並重視世界政治中的各種「規範」（norms）、「文化」（cultures）和「認同」（identities）等概念的分析，並將其作為研究國際安全環境和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礎。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在80年代中后期興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始成型並受到學術界重視，而在90年代中后期成為複雜多元的理論學派。
在國際關係安全研究的領域中，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物質的（material）環境，而是文化的（cu1tura1）和制度的（institutional）環境；而且文化環境所左右影響的，不只是國家的不同行為動機，而且更是國家的基本特性─即所謂「認同」（identity）
。建構主義者則認為安全關係本質上是一種理念的構成，具有歷史根源，同時也是一種互為主體的了解（intersubjective）。因此如果經由觀念的改變，各國彼此的安全關係可以得到改善。對於建構主義的定義，學者並無一定的定義，建構主義溫特將其定義如下：

「它是國際體系的一種結構理論，有著以下的核心主張：一、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析單位；二、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三、國家認同和利益是由這些社會結構所構成的重要部份，而不是由人性或國內政治對於國家體系的特定外在因素所構成。」

建構主義強調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因素（或稱為共有知識、共有期望、共有觀念）對於國家的影響，表現整體主義和理念主義的趨勢。在世界觀方面則是否定徹底的物質主義，提倡重視觀念的重要性。認為唯有經過行為體的共有觀念才能產生影響行為的力量，才能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因此不論是安全結構、戰略文化、關係認同等概念，建構主義與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安全觀點有著顯著的不同，概念的界定也具有不同的意義。

建構主義在安全研究的面向試圖以不同於傳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的觀點探究下述幾個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

一、國家間的「大文化環境」如何影響各國對於生存和安全問題的看法？這種環境如何改變國際體系內國家關係的模式特徵？

二、不同國家間內部的文化因素如何影響國家的安全思維？

三、領導人和民眾觀念的變化如何反過來影響安全環境中的不同要素（如體制、制度安排以及文化）？

由上述的論述可知，建構主義在安全研究上不同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對於國家安全中物質條件的論述，認為觀念和文化因素相當程度驅動和整合了國家安全中物質條件的運用。而近年來建構主義的研究成果使得文化因素在安全研究中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重視。而這樣的發展對於擁有豐富傳統戰略與安全文化著作的中國而言，更具有不同的意義

貳、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決疑智慧—易經理論中的象數義理原則

在中國傳統經典中，《易經》
素有萬經之王、哲學之宗的尊崇地位。主要是由於它相當深刻地展現了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以及生活方式、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心理結構等，同時對數千年來中國文化乃至整個世界文化都產生深遠影響，在中國學術的源流上，周易成為中國先秦儒、道、墨思想學說及當代哲學流派重要的學術基礎，諸如儒家天人合一的剛健學說和入世的精神，道家的柔順思想和避世精神，墨家的兼愛主張和反戰精神，以及陰陽家的五德終始循環，名家同異堅白辯論，法家的形名法術，兵家正奇對策等，莫不受到周易學理的深刻影響。而這些觀點在中國外交思維中被廣泛的運用。根據林蔚（Arthur Waldron）、史威爾（Ralph Sawyer）及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學者的觀點，中國整體國家戰略文化的形成與儒家學派的思維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傳統詮釋易經的方法，大致上可以區分為義理、象數、圖書三種。《易》「圖書」之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成分，是來自舊傳統中的「象數」之學，可以說是「象數」詮《易》傳統的一個新發展。也因此有學者將《易》學詮釋方法區分為「義理詮《易》」和「象數詮《易》」兩個系統。而《四庫全書總目》中將易學分為兩派六宗，兩派即是象數派和易理派。

所謂易經象數派的主要觀點有二：

一是象數派以《易經》書中占筮的傳統，進一步結合《易經》中的各種物象比喻。象數派的觀點認為自然界是氣化的、機械的、廣博無垠的，因此透過探索《易》的各種符示，冀能掌握的「自然」運作的規律，從而為人類行為找出指引性的方向。在這個基礎上，象數派的代表人物如王弼等人將注意力放在「自然」而不是「人文」之上。

二是象數派認為《易經》是一部天道之書，記載的事涉及宇宙（如天地、健順）、自然（如山、雷、水、火）、人文（如君子、小人），其範圍既神祕又廣闊。因此人類必須從天道自然的運作中尋找影響人生和社會的力量。

而義理學派的主要觀點也有兩點：

一是認為人的內在價值諸如「誠」、「孝」等，認為這些觀念其實也是天道的核心價值。義理詮《易》的學者認為「人」自身的價值才應該是人類的終極關懷。

二、易學的核心應該是建立人內在價值的主體性、道德性上，唯有以此展開思考，探索自然的意義，才能建構《易》理的價值系統。

在中國以易理詮釋外交互動最多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依據唐君毅教授的觀點，兩漢時期的易學發展主要是以象數觀點為主 ，而兩宋時期的義理學派為主。
而春秋戰國時期易學中的象數原則成為各國外交互動重要原則其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一、就歷史時間段限而言

就時間而言，易經產生的年代為關於其作者，《史記．報任少卿書》中載「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馬遷之說而認為易經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則有不同觀點。但基本考其用語，可知其由於成書很早，文字含義隨時代演變，早在春秋戰國時便已不易讀懂，因此推論其成書約在商末周初。而如唐君毅教授所言，兩漢時期易學研究主以象數原則為主，兩宋時期主以義理為主，考量其與春秋時期時間遠近，故詮釋春秋時期之各國互動，主以象數原則為主，義理原則為輔。

二、從詮釋易經方法的適用性而言

學界普遍的觀點認為，易經本是占卜之書，因此書中本就大量運用自然界的符號、形象、運作的特性來進行與人事發展的相互推衍解釋。故易經「繫辭下傳」第二章中便提及：「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基於《左傳》與《國語》中所記載論及《易經》之例，多為筮占。關於筮占的記錄，除了《周易》本身的敘述之外，如在〈繫辭上〉，另外散見於其他古籍之中，在〈說卦傳〉中記載筮占所引用的卦象，在《尚書．洪範篇》記載筮占作為國家決策的方式；另在《周禮》中提及筮占者的職官及決策模式。《易經》之用於筮占﹐可以由下面幾個引證得知：

如《尚書‧洪範》： 「稽疑﹐則建立卜筮人。」；而《孔穎達正義》解釋《尚書．洪範》云：

「卜筮法當有三人⋯⋯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而在《周禮．春官．太卜》曰：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則皆六十四。」

並在《周禮‧春官‧筮人》有云：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以辨吉凶。」

另在《禮記‧祭義》：

「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

由此可知，《易經》是春秋時期古人透過筮占用以「稽疑」、「辨吉凶」的記錄。《左傳》、《國語》更可以發現用《易經》筮占斷國事吉凶的記載，其中《左傳》中有十九例，而《國語》則有三例。而《周易‧繫辭上》之「大衍之數五十⋯⋯」，就是筮占方法的記錄。在《周易‧說卦傳》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則是說明八卦的象徵意義，《左傳》、《國語》亦引用〈說卦傳〉解釋筮占結果。
從以上所看，《易經》的功用就是遇國事以斷吉凶的依據。而這也就是象數學派詮易的主要方式。依據這樣的基礎，因此象理學派特別重視自然界事物變化，雖兩宋時期義理學派大盛，但易經特性及其在春秋時期的運用主要仍為象理原則。
參、春秋諸國的 外交運作與易經學理的關係 

一、以外交關係建立的時期而言：中國國與國外交初步建立於春秋時期：

就中國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互動歷史來說，史學家趙光賢教授認為應該是肇始於公元前21世紀至16世紀時夏代時期，歷經商代(西元前16至11世紀)及西周(西元前1045年至西元前771年)的發展，
到了東周時期有了比較完備的結構。周繼承了商朝的“服”制，而且更系統化。當時的政治體系以王畿為中心，《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其中便已載當時以王畿為中心，逐層向外建立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等諸侯國。再如《晉書．地理志》中所記載，春秋末年存在的國家有數十國，而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國家有14個；而《史記．六國年表》的國家則只有8個。但這些諸侯國的形成初步確立了在一個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及文化基礎上建立一個相互連結的國際社會。如《左傳》、《國語》等古藉更記載了許多有關春秋時期各國外交互動的史藉。
在當時國際體系的連結和運作上，也展現了許多現今國際體系運作的特色；
如在國際體系的連結上，大國和小國應相互依附，必要時透過各國共識，才能運用武力進行制裁。如大司馬是主管軍事的官職，其重要任務便是以軍事力量扶弱抑強，平衡利益，維持國際社會的穩定；
而夏官系統中還有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式、訓方式、形方式等諸官負責管理諸侯事務，其目的都為是為了小國與大國互相維繫。
由此可知，春秋時期的國際關係己初具當前國際政治互動的雛型。

二、以春秋時期各國對外關係而言，春秋時期《易經》成為國外交及軍事作為的重要依據
早在春秋時期，許多占筮的方法便廣用《易經》的象數原則。春秋時期諸侯國國君的嗣位，建立侯國，都要占卜。以《左傳》為例，其中便有十九條占例。如《左傳．昭公七年》記載：“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娶人惆始生孟紫⋯⋯孔成子以《周易》盆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櫻。夕遇《屯》奎。又曰:‘余尚立紫，尚克嘉之。’遇《屯》奎之《比》羹，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夕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蒜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夕⋯⋯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由上述的引文中可發現，春秋時各國大量運用《易經》筮占來決定國家的嗣位、建侯等大事，把國家政治生活的吉凶都納入《易經》的統攝之中。

《左傳》和《國語》中有關春秋諸國互動的筮例總共有22例
，基本可以分兩種類型：一種是引證《易經》經文來說明一個問題，或闡述自己的看法；一種是以《易經》或其它筮書進行占筮，以預測事情的吉、凶、禍、福。在有關占筮的記錄中，又有一爻變，數爻變，六爻不變等不同情況。 再者《左傳》所載春秋二百五十五年事跡，便包含有五百餘場戰役。
這麼多關於戰爭的記載，除了顯示當時戰爭之頻仍， 而其中以《易經》卜筮象數之變做為軍事行動參考的事例共有7例，分列如下：

	時間
	筮例
	事件

	左傳．魯僖公二十四年
	「大過」 卦變至「睽」卦
	晉國欲出兵將周襄王送回周朝

	國語．晉語四
	「屯」卦而變為「豫」卦
	晉國公子欲藉秦國兵力奪取晉國

	左傳．魯僖公十五年
	「蠱」卦
	秦穆公欲伐晉

	左傳．魯昭公十二年
	「坤」卦變為「比」卦
	魯國費邑宰南蒯欲以費邑反叛魯國

	左傳．魯哀公九年
	「泰」卦變為「需」卦
	宋公伐鄭，趙鞅想伐宋救鄭

	左傳．成公十六年
	「復」卦
	晉國攻伐鄭國，而楚國出兵救鄭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大有」卦變為「睽」卦
	晉文公勤見周襄王


例如在「晉楚鄢陵之戰」中，晉國大臣苗賁皇便曾運用筮例的結果建請晉侯對楚用兵：
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image: image1.jpg]


，曰：『南國[image: image2.jpg]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image: image3.jpg]


、王傷，不敗何待？」

----晉國大臣苗賁皇則借用《易經》「復」卦的卦理，強化晉侯作戰的意圖。他指出卦辭中：”南國窘迫，用箭射它的國王，射中他的眼睛“。故指南方楚國必敗。而後楚軍果敗，楚共王果真眼睛受傷
而再根據「說卦傳」
的萬物類象，可以再進一步詮釋卦象：

(一)、爻辭：「復卦」六爻中的最後一爻（上六爻）
之爻辭中有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二)、象：「復卦」上卦「坤」有「眾」之意，也象徵大軍行師之象。而初爻
陽升，由內而外，外卦坤眾陰遇內卦一陽升而消散，故有外來之行師有大敗之象。此指楚國來犯，終將大敗。

(三)、數：「坤」土合數為十，故言十年不克征。也象徵了楚國對於晉國的軍事行動將會師老無功。

在這個例子當中，晉國以易經二十四卦「復卦」做為軍事行動的重要參考準則，就其結果分析具有以下的特點：

第一、以現今的觀點來看，其經文與事實的發生雖若合符節，但仍有比附之疑；而結合象數之後詮釋結果雖然和戰事發生的結果有所雷同，但仍有卜筮迷信的慮疑。

第二、但若把時空背景拉回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時期，晉國根據大臣卻至對於楚鄭聯軍的精準判斷及運用易經原理強化作戰意志的完美的搭配，可以說是晉國在鄢陵戰役中得以獲勝的重要因素。卜筮的結果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雖使卜筮減少了許多神秘色彩，但是管理者或軍事將領能用以訓練出一批符合期望的部屬和士兵，並激勵其努力作戰，藉以達成預期的目標。
第三、易經在此役中不僅預言了戰爭的結果，更在戰爭開始之前成為強化晉國君臣作戰意志的重要心理支持，其本身便具有「心理戰」、「謀略戰」的意義。 雖說卜筮在春秋時已從神秘的預言逐漸轉型為只是一個儀式而已，甚至被主帥引以為行軍作戰時一項心理戰工具。戰場指揮官對於軍隊的作戰運用未必全然和卜筮的結果有關，但卜筮結果對於一般大眾仍有影響力，這反而使指揮官有運用卜筮的空間，藉此影響軍隊心理，以做為提振士氣的作用。

因此《易經》在春秋時期不僅是國家決疑的依據，也是軍事外交行動的重要參考。

三、以對內統治運用而言，《易經》成為春秋各國詮釋國政占筮的重要依據

《易經》象數原則成為春秋各國詮釋有關國政占筮之例的重要依據：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於土上。…………..。」

又如《左傳．僖公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這些占例中有許多卦象的利用和說明。如「〈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震〉為雷，〈離〉為火」等，這種例子在《左傳》和《國語》的占例之中屢見不鮮，從而也說明了象數原理著於解釋春秋諸國內政與外交互動的具體意義。

結論

由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增，中國正透過批判基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框架來逐步擴大其在國際關係中的理論和實質的影響力，而文化途徑便是其切入的重點之一。中國學者如張凱銘便認為中國大陸建構主義的發展是基植於與儒家文化思想、馬列主義及中國對於國際事務影響的背景之上。
而尹占文和鄧淑華則由戰略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國在西方世界中形象的建立。
徐晉則是強調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必須同時結合戰略文化的重新塑造，才能夠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談譚則認為中國應以目前的改革開所累積的國力做為基礎，進一步推展如“天人合一”、“天下為公”、道德主義等文化思維，中國應進一步發揮影響力以推廣這些觀念。
這些學者的觀點者不難反映出中國期待以文化途徑重新詮釋「中國崛起」這一引起國際疑慮現況的強烈意圖。本文以易經做為分析文本以了解其對中國春秋各國軍事和外交互動，最主要的目標是嘗試性的發掘潛藏於傳統文化中國際互動的規範和原則，同時也希望藉此了解透過社會和文化條件對於國家安全深入探究的可能。

整體而言，國家安全文化研究途徑在國內外都有相當多學者投入研究。但就目前發展的現況而言，如何結合理論進展而以國家本身歷史文化特色為為主體來進行經驗研究應該是下階段研究的重點。一如前文所言，文化途徑研究的目的是在突顯各國在安全思維的獨特性，若不能從本身歷史經驗中尋找特色，那再多的研究也不過是淪為西方理論的重覆操弄而無法在經驗研究上有所收穫，自身的學術深度自然不易累積 。但唯有不斷累積文化途徑的研究成果，才能深入不同國家安全因素的內涵和獨特性，並展現其特有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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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馬的職權是：「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僕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 《周禮．夏官司馬第四．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周禮．夏官司馬第四．形方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 翟玉忠認為早在19世紀西方的職業外交官便注意到東亞存在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存在，不同於西方權力平衡的觀點，東亞國際關係是以“家長制”的模式存在。相較於人西方嚴格的國際關係體，其體系結構是較為鬆散，主要以道德正義做為各國聯結的關鍵，主要的核心思維是「修文德以來知」，而非傳統的西方權力平衡觀點。詳見翟玉忠，「外事武而義----中國古典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原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712/28622.html，2010.12.28


� 劉大鈞，《周易概論》，北京，巴蜀出版社， 2008.01,


� 〈春秋戰事年表〉，簡福興著，《春秋無義戰論》（高雄：高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1982.05），頁221-291。其自《春秋》和《左傳》兩書中統計出大小戰役五百零八次。


� �者，窘迫之意。


� 「說卦傳」中的萬物類象將卦象和外在具體事物相連結，藉以說明現象所具有的意義，為詮釋易經的重要方式之一。可參閱《易經》．「說卦傳」


� 一卦有六爻，上六爻為一卦的最後一爻，也象徵事件演變將告一段落。


� 承上注，初爻為一卦的最初一爻，也象徵事件演變的開始。


� 可參考張凱銘，「中國學術界對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全球政治評論，26期，2009，頁21-44。


� 尹占文、鄧淑華，「戰略文化、國家行為與國際形象―對中國國際形象變遷的考察」，社會科學研究，第4期，2009，頁70-73。


� 徐晉，「試論中國戰略文化的再建構」，社會科學論壇，第12期，2008，145-148。


� 談譚，「試論中國對外戰略文化的核心價值」，巢湖學報，2卷，9期，2007.03，頁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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